
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 Ｇ２０ 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郭卫军　 　 黄繁华

摘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 并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Ｇ２０
国家的面板数据， 利用系统 ＧＭＭ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

长质量水平的影响。 结果显示， 从整体上来说， 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经济

增长质量， 而且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 但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 从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看，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

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和劳动与商业管制等方面的改善都对经济增长质量有一定的提升作

用， 而政府规模的改善需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才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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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 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我国处于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 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和转变经济发展理念的关键时期， 如何进一步提升经济

增长质量日益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 制定经济政策、 实施宏

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２０１８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指出要大力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 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和质量效益提高互促共进。 强

调要优化营商环境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 完善开

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 从经济制度环境角度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工

作建议。 这说明政府不仅已将高质量发展作为自身工作重点， 而且将经济制度环境

的改善当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 研究经济增长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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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要内涵和经济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 学界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研究在逐渐增多与深入， 但关于制度环

境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 例如： 钞小静和任保平 （２０１１） ［１］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ＰＣＡ） 测算了中国及各省级地

区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 结果表明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

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 而经济增

长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影响则为负。 具体从区域层面看，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高于东部地区，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

长质量则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毛其淋 （２０１２） ［２］ 采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中国省级面

板数据检验了二重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 出口质量对经济增

长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 但出口数量的影响不明显， 而且区际开放能够强化出口开

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随洪光和刘延华 （２０１４） ［３］ 重点考察了 ＦＤＩ 对发展

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结果发现， 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

趋势， 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最高， 亚洲次之， 非洲的经济增长质量尽管最低，
但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的提升幅度较大。 同时回归结果显示， ＦＤＩ 能够显著地提升发展中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于其对经济增长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

的积极影响， 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作用则不明显。 钞小静和任保平 （２０１４） ［４］ 选取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

系， 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 运行过程以及最终结

果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何兴邦 （２０１８） ［５］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存在门槛效应， 当环境规制低于一定值时影响不显著， 而

当环境规制跨越特定门槛值时， 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周瑾等

（２０１８） ［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异质性作用及

作用机制， 发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经济增长效

率和可持续性方面， 对于经济稳定性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而且， 社会资本对经济

增长质量的长期提升作用大于短期作用， 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高、 城镇化程度

高、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影响更加明显。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贡献： 首先是在研究样本上，

本文选取 Ｇ２０ 国家组成跨国面板， 由于 Ｇ２０ 国家基本包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以此作为研究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对我国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而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缺乏对国际经验的检验。 其次是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利用熵值法测度 Ｇ２０ 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着重从

经济制度环境角度来分析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影响， 同时考察经济自

由度的各分项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 此外， 本文还将 Ｇ２０ 分为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两个子样本， 以检验经济自由度在不同类型国家中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

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剩余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为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 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

２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设定、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 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一、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一）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济增长质量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 不仅关注经

济增长效应， 同时也强调与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的社会效应和自然效应， 是在数量型

经济增长基础上的质量优劣程度的价值评判 （任保平， ２０１３） ［７］。 因此， 经济增长

质量指标的构建应是增长速度与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会福利改善、 资源利用

与环境代价的综合体现， 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以实现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并参考钞小静等 （２００９） ［８］、 随洪

光 （２０１３［９］； ２０１７［１０］）、 宋明顺 （２０１５） ［１１］ 等学者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效率、 经

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

标体系， 具体的指标分类和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经济增长

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会福利

绿色发展

资本生产率 ％ 正向指标

劳动生产率 美元 ／ 工人 正向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 ％ 正向指标

经济波动率 ％ 逆向指标

通货膨胀率 ％ 逆向指标

失业率 ％ 逆向指标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正向指标

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正向指标

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 正向指标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 ％ 正向指标

互联网普及率 ％ 正向指标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岁 正向指标

人均消费支出 美元 正向指标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千克石油当量 ／ 美元 逆向指标

单位 ＧＤＰ 电耗 千瓦时 ／ 美元 逆向指标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克 ／ 美元 逆向指标

注： 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佩恩表 （ＰＷＴ ９􀆰 １）、 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

（二）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首先将基础指标生成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

数， 然后基于各分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生成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具体测算过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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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标准化处理

首先， 无量纲化处理。 在多指标评价体系中， 各指标具有不同的属性、 量纲和

数量级， 无法对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合成。 因此， 为了保证结果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需

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去量纲的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用规范化方法， 即离差标准化法去量

纲。 其次， 正向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的数据特性不一， 有的是数值越大越好， 即正向

指标， 有的是数值越小越好， 即逆向指标。 因此， 需要对正逆向指标数据进行区别处

理。 此外， 在接下来用熵值法计算权重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 ｌｎ０ 的情况， 为了避免

对数的无意义， 需要对数据进行 １ 个单位的平移处理。 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对于正向指标：

ｑｉｊ ＝
Ｘ ｉｊ － ｍｉｎ（Ｘ１ｊ， Ｘ２ｊ， …， Ｘｎｊ）

ｍａｘ（Ｘ１ｊ， Ｘ２ｊ， …， Ｘｎｊ） － ｍｉｎ（Ｘ１ｊ， Ｘ２ｊ， …， Ｘｎｊ）
＋ １ （１）

对于逆向指标：

ｑｉｊ ＝
ｍａｘ（Ｘ１ｊ， Ｘ２ｊ， …， Ｘｎｊ） － Ｘ ｉｊ

ｍａｘ（Ｘ１ｊ， Ｘ２ｊ， …， Ｘｎｊ） － ｍｉｎ（Ｘ１ｊ， Ｘ２ｊ， …， Ｘｎｊ）
＋ １ （２）

其中， ｉ ＝ １， ２…ｎ， 分别代表 ｎ 个国家； ｊ ＝ １， ２…ｍ， 分别代表 ｍ 个指标；
ｑｉｊ为去量纲后的数据， Ｘ ｉｊ为原始数据。

２􀆰 指标权重计算

将各国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用矩阵 Ｑ ＝ （ｑｉｊ） ｎ × ｍ 表示。 其中， ｉ ＝ １， ２…
ｎ， 分别代表 ｎ 个国家； ｊ ＝ １， ２……ｍ， 分别代表 ｍ 个指标。

计算熵值：

ｅｊ ＝ － ｋ∑
ｎ

ｉ ＝ １
（ｑｉｊ × ｌｎｑｉｊ） （３）

其中， ｋ ＞ ０， ｅｊ ＞ ０， 令 ｋ ＝ １ ／ ｌｎｎ， ｎ 为样本量。
计算差异系数：

ｇ ｊ ＝ １ － ｅｊ （４）
ｇ ｊ越大， 指标越重要。
计算权重：

Ｗ ｊ ＝
ｇ ｊ

∑
ｍ

ｊ ＝ １
ｇ ｊ

（５）

３􀆰 二级指标值计算

对标准化处理后的基础指标值加权求和得到二级指标值， 计算公式如下：

Ｑｉｔ ＝ ∑
ｍ

ｊ ＝ １
（Ｗｉｊｔ × ｑｉｊｔ） （６）

其中， Ｑｉ ｔ为第 ｔ 年的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会福

利和绿色发展指标值； Ｗｉ ｊｔ分别对应第 ｔ 年各基础指标在其所属二级指标中的权重；
ｑｉｊｔ为标准化处理后第 ｔ 年的各基础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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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级指标值计算

由 （５） 式可计算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各年度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发展稳定性、
经济结构、 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的权重， 然后对经过标

准化处理后的二级指标值进行加权求和， 最后得出一级指标值。 计算公式如下：

Ｑｔ ＝ ∑
ｍ

ｊ ＝ １
Ｗｉｔ × Ｑｉｔ （７）

其中， Ｑｔ为第 ｔ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 Ｗｉ ｔ分别对应第 ｔ 年二级指标在一级

指标中的权重； Ｑｉｔ为第 ｔ 年的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增长稳定性、 经济结构优化、 社

会福利和绿色发展指标值。 由 （７） 式可计算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Ｇ２０ 国家的经济增

长质量指数值， 具体结果如表 ２ 和表 ３ 所示。

表 ２　 Ｇ２０ 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１）

年份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巴西 中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印度尼西亚 印度

２００１ １􀆰 ２０９４ １􀆰 ６７１３ １􀆰 ３３２５ １􀆰 ４３２８ １􀆰 ６３４６ １􀆰 ７６０４ １􀆰 ８５３７ １􀆰 ３０６７ １􀆰 ２３０７
２００２ １􀆰 １８７０ １􀆰 ６６８８ １􀆰 ３３２９ １􀆰 ３７６６ １􀆰 ６６２１ １􀆰 ７６７４ １􀆰 ８９５４ １􀆰 ３４９９ １􀆰 １９５７
２００３ １􀆰 ２７０３ １􀆰 ７４４０ １􀆰 ３４９４ １􀆰 ３２５４ １􀆰 ５６６０ １􀆰 ８０１３ １􀆰 ９１３６ １􀆰 ３６０８ １􀆰 ２５８４
２００４ １􀆰 ２７９０ １􀆰 ７１４６ １􀆰 ３６９９ １􀆰 ２１６７ １􀆰 ７４５７ １􀆰 ７８１３ １􀆰 ８８２８ １􀆰 ３１２１ １􀆰 １７７１
２００５ １􀆰 ３９３９ １􀆰 ７１７２ １􀆰 ３１３３ １􀆰 ３０３５ １􀆰 ６６４５ １􀆰 ７００８ １􀆰 ８６２３ １􀆰 ３３６１ １􀆰 ２５２６
２００６ １􀆰 ２８６４ １􀆰 ６８５３ １􀆰 ４０４０ １􀆰 ２４３４ １􀆰 ６８４１ １􀆰 ７８１４ １􀆰 ８９３３ １􀆰 ２２１４ １􀆰 ２０３３
２００７ １􀆰 ３３７４ １􀆰 ６３８４ １􀆰 ３２２０ １􀆰 ２５５３ １􀆰 ７３８５ １􀆰 ８４８７ １􀆰 ９３０６ １􀆰 ２４２７ １􀆰 ２５１５
２００８ １􀆰 ３６８０ １􀆰 ７３７０ １􀆰 ４３７１ １􀆰 ２７６９ １􀆰 ７６０８ １􀆰 ８４１０ １􀆰 ８８２８ １􀆰 ２５５０ １􀆰 ２１４８
２００９ １􀆰 ３０７３ １􀆰 ６８４１ １􀆰 ３９２１ １􀆰 ３３８６ １􀆰 ６８４６ １􀆰 ７５５５ １􀆰 ８５３４ １􀆰 ２４６１ １􀆰 ２０４４
２０１０ １􀆰 ３１１８ １􀆰 ７５１０ １􀆰 ３３２３ １􀆰 ３０９４ １􀆰 ７６１９ １􀆰 ８６２６ １􀆰 ８９０４ １􀆰 １９９２ １􀆰 ２１６１
２０１１ １􀆰 ３６２１ １􀆰 ７３０８ １􀆰 ４１１２ １􀆰 ３２９６ １􀆰 ７８８３ １􀆰 ９００６ １􀆰 ９１６３ １􀆰 ２８４７ １􀆰 ２１７１
２０１２ １􀆰 ３１３６ １􀆰 ７３４１ １􀆰 ４２３７ １􀆰 ３６０７ １􀆰 ７７５４ １􀆰 ８７２０ １􀆰 ８９８２ １􀆰 ２９８５ １􀆰 ２３６８
２０１３ １􀆰 ３３００ １􀆰 ７２９７ １􀆰 ４０２８ １􀆰 ３２３９ １􀆰 ７６１０ １􀆰 ８５５０ １􀆰 ９０２０ １􀆰 ２４７０ １􀆰 ２０７５
２０１４ １􀆰 ２８８８ １􀆰 ７３５４ １􀆰 ３８６３ １􀆰 ３３６２ １􀆰 ６７６７ １􀆰 ８６６３ １􀆰 ８９９０ １􀆰 ２４６２ １􀆰 ２４１３

表 ３　 Ｇ２０ 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２）

年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美国 南非

２００１ １􀆰 ６６１７ １􀆰 ７３２６ １􀆰 ５５２５ １􀆰 ４０９９ １􀆰 １１４８ １􀆰 ３４６１ １􀆰 ３１６９ １􀆰 ８２６０ １􀆰 １１８６
２００２ １􀆰 ６４７６ １􀆰 ７２４９ １􀆰 ５４５２ １􀆰 ４１５８ １􀆰 １６１８ １􀆰 ２８６２ １􀆰 ３１６４ １􀆰 ８１４５ １􀆰 １５６６
２００３ １􀆰 ７０５３ １􀆰 ７８３０ １􀆰 ５９４４ １􀆰 ４１７７ １􀆰 １６３３ １􀆰 ４０２３ １􀆰 ３４５０ １􀆰 ８５０４ １􀆰 １５４８
２００４ １􀆰 ６６７４ １􀆰 ７８６２ １􀆰 ５２２４ １􀆰 ４２８３ １􀆰 ０７１９ １􀆰 ３６２０ １􀆰 ４３２５ １􀆰 ８２７５ １􀆰 ２４６４
２００５ １􀆰 ６１９９ １􀆰 ７６４４ １􀆰 ５６３１ １􀆰 ３６６１ １􀆰 １２８３ １􀆰 ２７９３ １􀆰 ５７０２ １􀆰 ８７０８ １􀆰 ２３４３
２００６ １􀆰 ６８４９ １􀆰 ７６８８ １􀆰 ５５２１ １􀆰 ４２０６ １􀆰 ０５８３ １􀆰 ３３２５ １􀆰 ４５０２ １􀆰 ８１１２ 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７ １􀆰 ６４４８ １􀆰 ７５３１ １􀆰 ５７５８ １􀆰 ３７１７ １􀆰 １４６４ １􀆰 ３２２６ １􀆰 ４２０１ １􀆰 ８０１０ １􀆰 ２１０８
２００８ １􀆰 ６５２５ １􀆰 ７３４７ １􀆰 ５５５１ １􀆰 ４７１９ １􀆰 １５８６ １􀆰 ３１０７ １􀆰 ４５２９ １􀆰 ８４１６ １􀆰 １８５１
２００９ １􀆰 ６１６８ １􀆰 ７４３１ １􀆰 ５６３５ １􀆰 ３９３３ １􀆰 １７６０ １􀆰 ３７３０ １􀆰 ３７１８ １􀆰 ７７８５ １􀆰 １０３１
２０１０ １􀆰 ７２３５ １􀆰 ８００３ １􀆰 ５６６２ １􀆰 ４５９０ １􀆰 １８９１ １􀆰 ２４７５ １􀆰 ４４４９ １􀆰 ８１４９ １􀆰 １４９８
２０１１ １􀆰 ６６７３ １􀆰 ７０７０ １􀆰 ５４２２ １􀆰 ４３６９ １􀆰 １９７４ １􀆰 ２５３２ １􀆰 ４７９３ １􀆰 ７８８２ １􀆰 １８９４
２０１２ １􀆰 ６１８７ １􀆰 ６６０７ １􀆰 ５８１７ １􀆰 ４６２６ １􀆰 ２６２５ １􀆰 ３６４６ １􀆰 ４５８８ １􀆰 ７９４６ １􀆰 １２１７
２０１３ １􀆰 ６７１９ １􀆰 ７９０１ １􀆰 ５４５６ １􀆰 ４３２４ １􀆰 ２７１３ １􀆰 ３４２４ １􀆰 ４７２８ １􀆰 ７９５６ １􀆰 １７２１
２０１４ １􀆰 ６２５３ １􀆰 ７７６８ １􀆰 ５６２１ １􀆰 ４１２５ １􀆰 ２８５１ １􀆰 ３４５２ １􀆰 ４６４０ １􀆰 ８０１０ １􀆰 １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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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比较

根据上文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表， 可得出 Ｇ２０ 各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指

数 （见表 ４）， 并绘制出相应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动趋势图 （如图 １ 所示）， 进而

对 Ｇ２０ 各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做比较分析。
表 ４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比较

年份 Ｇ２０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２００１ １􀆰 ４７２８ １􀆰 ７１１６ １􀆰 ２８１８ １􀆰 ４３２８
２００２ １􀆰 ４７２５ １􀆰 ７１５７ １􀆰 ２７７９ １􀆰 ３７６６
２００３ １􀆰 ５００３ １􀆰 ７４４８ １􀆰 ３０４８ １􀆰 ３２５４
２００４ １􀆰 ４９０２ １􀆰 ７４１０ １􀆰 ２８９６ １􀆰 ２１６７
２００５ １􀆰 ４９６７ １􀆰 ７２０４ １􀆰 ３１７８ １􀆰 ３０３５
２００６ １􀆰 ４８２４ １􀆰 ７３２６ １􀆰 ２８２２ １􀆰 ２４３４
２００７ １􀆰 ４８９５ １􀆰 ７４１４ １􀆰 ２８８１ １􀆰 ２５５３
２００８ １􀆰 ５０７６ １􀆰 ７５０７ １􀆰 ３１３１ １􀆰 ２７６９
２００９ １􀆰 ４７６９ １􀆰 ７０９９ １􀆰 ２９０６ １􀆰 ３３８６
２０１０ １􀆰 ５０１６ １􀆰 ７７１３ １􀆰 ２８５９ １􀆰 ３０９４
２０１１ １􀆰 ５１１２ １􀆰 ７５５１ １􀆰 ３１６１ １􀆰 ３２９６
２０１２ １􀆰 ５１３３ １􀆰 ７４１９ １􀆰 ３３０４ １􀆰 ３６０７
２０１３ １􀆰 ５１４１ １􀆰 ７５６４ １􀆰 ３２０２ １􀆰 ３２３９
２０１４ １􀆰 ５０６４ １􀆰 ７４２８ １􀆰 ３１７３ １􀆰 ３３６２

由图 １ 可以看出， Ｇ２０ 平均经济

增长质量指数每年都在 １􀆰 ５ 左右， 表

现出较为稳定的特征； Ｇ２０ 中发达国

家的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位于

１􀆰 ７０—１􀆰 ７６ 之间， 比 Ｇ２０ 整体的平

均值高出 ０􀆰 ２ 以上； Ｇ２０ 中发展中国

家的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较低， 整

体维持在 １􀆰 ２７—１􀆰 ３４ 之间， 远低于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而中

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出先下降

后上升的态势，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 ４３ 下

降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１􀆰 ２２， 之后进入了缓

慢上升阶段， 但在近几年也只是稍稍

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说明

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仍然比较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图 １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动趋势图

二、 理论分析

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 Ｓｔｕｒｍ ａｎｄ Ｄｅ Ｈａａｎ， ２００１［１２］； Ｓｔｕｒｍ ａｎｄ Ｄｅ
Ｈａａｎ， ２０１１［１３］），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即经济自由度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 本文采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编制的各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经济自由

度， 该指标从政府规模、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

和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方面分别进行测评， 最终合成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 因

此， 我们主要从这五个方面来分析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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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政府规模大， 说明政府控制的资源多， 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高， 能够对市场具

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干预经济的运行， 以缓解

市场失灵， 有利于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政府为了自身的运行会占用生产性部门的

资源， 同时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可能存在一定的扭曲， 而且政府有时候会对市场进

行错误干预， 这些都会阻碍经济增长 （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１） ［１４］。 此外， 政府权力的范围

和执行过程也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一定的正面或负面效应。 因此， 政府规模对经济

增长质量的影响并不能得到有效确定。
（二）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障。 首先， 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规范市场参与主

体的行为， 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合理配置资源， 从而保

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 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

主体合法权益， 激发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 从而提高经

济增长质量。 再次，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现了尊重创新和保护知识成果的宗旨， 对

创新原动力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能够进一步激发创新活

力， 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之上， 有利于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和投

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三） 货币政策合理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合理， 关系到整个经济系统是否健康平稳和经济增

长质量的优劣。 合理的货币政策能够为宏观经济运行提供比较适宜的货币金融环

境，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 在经济过热时， 实施紧缩性的

货币政策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 降低通货膨胀率， 防范金融风险； 在经济面临衰退

时，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为经济运行注入流动性，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总之， 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通过实施合理稳健的货币政策， 能够平

抑经济周期波动， 为整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 对外交往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贸易和资本流动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两个环节， 对各国经济运行与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由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换的繁荣， 推动国际分

工的日益深化， 各国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使本国资源得到最佳配置， 从而有效地推

动了经济发展。 而且， 通过国际交换， 各国可以获得本国不能生产或者自己生产成

本太高的商品， 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货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自

由流动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降低国际交易成本。 同时， 放松资本管

制可以促进资本在全球进行调剂余缺，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对外交往的自由度越高越好。 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使

得收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不均衡， 容易导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 从而

对某些国家的产业发展、 环境保护、 金融安全等领域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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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劳动与商业管制的放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对于劳动与商业管制的放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要坚持适度原则去看待，
不能一概而论。 一方面， 放松劳动与商业管制， 能够引导劳动、 资本、 技术等各要

素在各地区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 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打破

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营造更自由的商业环境， 能够吸引更多投资，
激发创业和创新活动，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 过度的商业自由

也会对经济产生负作用。 历次经济危机表明， 对资本的过度放任会增加经济活动的

盲目性、 混乱性和投机性， 同时也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进一步加剧两级分

化。 因此， 适度放松劳动与商业管制能够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 计量模型设定、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考虑到当期经济增长质量会受到上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即经济增长质量具

有一定的惯性趋势， 因此， 在回归方程中引入经济增长质量的滞后一期， 从而构成

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１ ＋ β２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ｔ ＋ λ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εｉｔ （８）

其中，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表示的是 ｉ 国家在 ｔ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 １表示滞后

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ｔ表示 ｉ 国家在 ｔ 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ｔ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 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 贸易开放度、 外商直接投资和

人力资本； εｉ 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除了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质量） 外，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

说明如下。
１􀆰 核心解释变量

经济自由度 （Ｆｒｅｅｄｏｍ）： 本文参考李丽和徐明峰 （２００６） ［１５］、 Ａｚｍａｎ－Ｓａｉｎｉ 等
（２０１０） ［１６］、 Ｊｏｎｅｓ 和 Ｓｔｒｏｕｐ （２０１３） ［１７］的研究， 采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编制的各

国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经济自由度， 该指标分别从政府规模、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

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和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方面进行测评， 并

加权合成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 经济自由度指数的范围为 ［１， １０］， 数值大小与

经济自由度呈正比， 即指数越大， 表明经济自由度越高。
２􀆰 控制变量

（１）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 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表

示， 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所达到的程度， 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 一方面， 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 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能够改善

民生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另一方

面， 城镇化也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能源资源消耗的增加和环境污染程度的恶

化， 对经济增长质量形成负面效应。 因此， 城镇化水平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

果无法确定。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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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

示， 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外向程度或对外贸的依赖程度。 一方面， 经

济发展外向程度高说明一国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 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

利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 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高意味着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较

大， 会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稳定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 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

长质量的影响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３）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示， 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
一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为东道国带来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还可以带来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因而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外商的进入会加剧当地行业竞争， 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严重威胁， 进而造

成就业挤出效应； 而且， 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企业进驻会使当地的环境更加恶

化， 从而增加环保压力。 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正反两

方面的作用。 数据来源于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４）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 即对生产者进行

教育、 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 表现为蕴含于人身

上的各种生产知识、 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因此， 人力资本水

平可以合理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和竞争力。 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能够

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从而突破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制约， 因此可

预期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数据来源于佩

恩表 （ＰＷＴ ９􀆰 １） 中的人力资本指数。

表 ５　 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主要解释变量

经济自由度 Ｆｒｅｅｄｏｍ 经济自由度指数

政府规模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政府规模指数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Ｌｅｇａｌ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指数

货币政策合理性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货币政策合理性指数

对外交往自由度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对外交往自由度指数

劳动与商业管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劳动与商业管制指数

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 城镇人口数 ／ 总人口数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进出口贸易额 ／ ＧＤＰ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 ＧＤＰ

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 人力资本指数

（三） 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Ｇ２０ 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由于相关数据缺

失严重， 本文剔除了加拿大和欧盟的样本。 此外， 由于沙特阿拉伯个别年份的经济

自由度指数缺失， 经济自由度指标的总样本存在些许减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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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６ 所示， 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世界银行与国际劳工

组织数据库。 从表 ６ 中可以看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Ｇ２０ 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

数在 １􀆰 ５ 左右， 最小值只有 １􀆰 ０５８， 最大值达到了 １􀆰 ９３１， 说明 Ｇ２０ 国家之间的经

济增长质量水平差异较大。

表 ６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５２ １􀆰 ４９５ ０􀆰 ２４１ １􀆰 ０５８ １􀆰 ９３１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２４３ ６􀆰 ９９６ ０􀆰 ７６６ ４􀆰 ４９０ ８􀆰 ４７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４３ ６􀆰 ２３９ １􀆰 ０２１ ３􀆰 ３３２ ８􀆰 ３１２
Ｌｅｇａｌ ２４３ ６􀆰 １６５ １􀆰 ４１４ ２􀆰 ５６０ ８􀆰 ７９５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２４３ ８􀆰 ４３０ １􀆰 ３６３ ３􀆰 ５８８ ９􀆰 ８８７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２４３ ７􀆰 ３２１ ０􀆰 ９０３ ３􀆰 ６００ ９􀆰 ２７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４３ ６􀆰 ８２０ １􀆰 ０８２ ４􀆰 ３０３ ８􀆰 ８９８
Ｕｒｂａｎ ２５２ ７２􀆰 １３ １６􀆰 ０６ ２７􀆰 ９２ ９３􀆰 ０２
Ｏｐｅｎ ２５２ ５１􀆰 ７４ １７􀆰 ９３ １９􀆰 ８０ １１０􀆰 ０
Ｆｄｉ ２５２ １􀆰 ８５４ １􀆰 ４７７ －４􀆰 ０８５ ８􀆰 ４９６

Ｈｕｍａｎ ２５２ ２􀆰 ８７８ ０􀆰 ５７２ １􀆰 ７９７ ３􀆰 ７３４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回归

我们首先对计量模型进行基本回归分析。 由于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或遗漏变量，
也有可能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计量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

问题， 而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一方面， 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质

量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即经济自由度可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而经济增长质量

的变化也可能对经济自由度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虽然本文已经设定了多个控制变

量， 但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对被解释变量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变量； 此外， 经济

自由度的测量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这三种因素都会造成内生性问题。 为了避免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系统 ＧＭＭ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 考虑到经济

增长质量会受到前期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影响， 本文引入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滞后

一阶作为工具变量。
表 ７ 报告了将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滞后一期纳入模型以后的动

态面板回归结果。 使用系统 ＧＭＭ 的前提为扰动项 ｛εｉｔ｝ 不存在自相关， 本文使用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检验对回归结果进行扰动项自相关检验。 从 ＡＲ （１） 和 ＡＲ （２） 的

检验结果看， 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 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故接受 “扰动项

｛εｉｔ｝ 无自相关” 的原假设， 可以使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 另外， 为了检验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 还需要进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 本文采用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进行工具变

量过度识别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 Ｐ 值都在 ０􀆰 ２５ 以上， 因此接受 “所有工具变量均

有效” 的原假设， 说明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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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第 （１） 列展示了仅将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自由度作为解释变

量进行回归的结果， 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系数为正， 且非常显著， 这

说明 Ｇ２０ 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明显受到前一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即经济增长

质量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惯性特征。 进一步观察经济自由度的系数， 经济自由度指

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正面影响， 这说明经济自由度指数越

大， 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越高， 即经济自由度指数增加 １ 单位时， 就会使经济增长质

量提高 ０􀆰 ０６３３ 单位。 第 （２） — （５） 列分别是依次纳入城镇化水平、 贸易开放

度、 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在依次纳入各控制

变量后， 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自由度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

生改变， 因此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至于其余的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

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质量正反两方面作用相互抵

消了； 贸易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贸易开放度

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作用超过了正面作用； 而人力资本的系数显

著为正， 说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表 ７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７２１∗∗∗ ０􀆰 ６５４∗∗∗ ０􀆰 ６４９∗∗∗ ０􀆰 ６４３∗∗∗ ０􀆰 ５３７∗∗∗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５１４）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５５６） （０􀆰 ０７２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０􀆰 ０６３３∗∗∗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６４０∗∗∗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５３２∗∗∗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１１３）

Ｕｒｂａｎ ０􀆰 ００１７８∗∗∗ ０􀆰 ０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１５０∗∗∗ －０􀆰 ０００６０３
（０􀆰 ０００４６７） （０􀆰 ０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０５１５） （０􀆰 ０００８６７）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０７９９ －０􀆰 ０００７６５ －０􀆰 ００１７８∗∗∗

（０􀆰 ０００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５７３） （０􀆰 ０００５２６）

Ｆｄｉ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８７６∗∗∗

（０􀆰 ０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２７９）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２２∗∗∗

（０􀆰 ０４１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０５９４ ０􀆰 ０４３７ ０􀆰 １１９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９） （０􀆰 ０９９２） （０􀆰 １０３） （０􀆰 １２１）

ＡＲ （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ＡＲ （２） ０􀆰 １１８９ ０􀆰 １２７１ ０􀆰 １４４１ ０􀆰 ２６４４ ０􀆰 ３２７８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３１３１ ０􀆰 ２６５４ ０􀆰 ３３２５ ０􀆰 ４３８１ ０􀆰 ３７４２
样本数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二） 分样本回归

１􀆰 分时段回归

经济自由度的作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趋势性变化， 因此我们进行分时

段回归， 将样本区间划分为两个相等的时间段， 考察经济自由度在时序上的异质性

作用。 表 ８ 第 （１）、 （２） 列报告了以 ２００８ 年为界的分时段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为 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 经济自由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经

１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经贸论坛



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第 （２） 列是基于 ２００８ 年及其之

后的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 经济自由度的系数同样为正， 但与 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回归

结果相比， 显著性有了明显提升。 这说明 ２００８ 年之后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

的影响作用在增加。 原因在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需求疲弱， 经济增

长主要依赖适当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支持。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提高了

经济自由度以改善营商环境， 吸引了全球资本竞相流入，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这表明， 在金融危机后，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发生了变化， 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合理

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和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表 ８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Ｙｅａｒ＜２００８ Ｙｅａｒ＞ ＝ ２００８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１） （２） （３） （４）

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３７∗∗∗ ０􀆰 ４５３∗∗∗ ０􀆰 ５８４∗∗∗ ０􀆰 ４２１∗∗∗

（０􀆰 １２６） （０􀆰 ０９３７） （０􀆰 １２４） （０􀆰 ０７３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０􀆰 ０９１２∗ ０􀆰 ０６７０∗∗∗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５２０）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１９５）

Ｕｒｂａｎ
－０􀆰 ００３３５ ０􀆰 ０００９４２ －０􀆰 ００４４９∗∗ ０􀆰 ０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３６３） （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２１１） （０􀆰 ０００８１５）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０７２２） （０􀆰 ０００５１５） （０􀆰 ０００７０７）

Ｆｄｉ
－０􀆰 ００９４２∗∗ －０􀆰 ００６６９ －０􀆰 ０００６０３ －０􀆰 ００９６３∗∗

（０􀆰 ００４５０） （０􀆰 ００５３６） （０􀆰 ０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４８８）

Ｈｕｍａｎ
０􀆰 ２０２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５０５

（０􀆰 １６９） （０􀆰 ０３９３）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３３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７２ ０􀆰 ０７１３ ０􀆰 ９２７∗∗∗ ０􀆰 ６１８∗∗∗

（０􀆰 ４１２） （０􀆰 １３９） （０􀆰 ２５６） （０􀆰 １４９）
ＡＲ （１）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３５
ＡＲ （２） ０􀆰 ０５３０ ０􀆰 ３９５８ ０􀆰 ９４１２ ０􀆰 １３０７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２８５３ ０􀆰 ２２８４ ０􀆰 ４８７４ ０􀆰 ５７９２
样本数 １０２ １２４ １０４ １２２

２􀆰 分国家类型回归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自由度都差异较大， 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

的影响程度可能会不同。 因此， 为了考察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在不同

类型国家之间的异质性， 我们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进行回归。
表 ８ 第 （３）、 （４） 列分别报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回归。 结果显示，
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而发达国家经济自由度的系数不显著。 这

表明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异质性， 即发

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对此可能的解释为： 发达国家的经

济自由度已经很高， 经济自由度的进一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而且过高

的经济自由度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而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自由度较低， 提

升空间比较大， 因此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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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回归

在上文中， 我们研究了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估计结果

表明经济自由度的增加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但并没有说明经济自由度综合

指数是通过哪些渠道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推动作用的。 因此， 接下来我们将进

一步研究经济自由度各分项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
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同样利用系统 ＧＭＭ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经

济自由度各分项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９。
第 （１） 列—第 （５） 列分别报告了政府规模、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

理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和劳动力与商业管制等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的回归结果。 结

果显示， 除了政府规模和劳动与商业管制的系数不显著外， 其他经济自由度分项指

标的系数符号都为正且非常显著。 这表明在构成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的各分项指标

中，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和对外交往自由度等方面的改善都能够

明显提升 Ｇ２０ 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具体原因可参见理论分析部分， 在此不

再赘述。 而政府规模、 劳动与商业管制对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对此可能的

解释为： （１） 当期政府规模、 劳动与商业管制的改善不能立刻对经济增长质量产

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传导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即政府规模、 劳

表 ９　 经济自由度分项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６２６∗∗∗ ０􀆰 ６０１∗∗∗ ０􀆰 ６６８∗∗∗ ０􀆰 ５７１∗∗∗ ０􀆰 ６０２∗∗∗

（０􀆰 ０９４２） （０􀆰 ０７４８） （０􀆰 ０９１５） （０􀆰 ０７９５） （０􀆰 ０９５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５􀆰 ０８ｅ－０５

（０􀆰 ０１２５）

Ｌｅｇａｌ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０８９７）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９４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６９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８６８

（０􀆰 ０１２３）

Ｕｒｂａｎ
０􀆰 ０００３４３ ０􀆰 ００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０２９５ ０􀆰 ０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０９０１） （０􀆰 ０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０９８３）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０８１７ －０􀆰 ０００８６２ －０􀆰 ０００９０１∗ －０􀆰 ０００５１９ －０􀆰 ０００６５７
（０􀆰 ０００７２５） （０􀆰 ０００５３７） （０􀆰 ０００４９８） （０􀆰 ０００５７８） （０􀆰 ０００５８５）

Ｆｄｉ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８３４∗∗∗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９７０∗∗∗ －０􀆰 ００８７９∗∗∗

（０􀆰 ００２７９） （０􀆰 ００２８５） （０􀆰 ００３４２） （０􀆰 ００２６５） （０􀆰 ００２８３）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８９２∗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５０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８３∗∗ ０􀆰 ２２６∗∗ ０􀆰 １１８ ０􀆰 １１９ ０􀆰 ２４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９２５）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１０）
ＡＲ （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ＡＲ （２） ０􀆰 ２６０９ ０􀆰 ２４３８ ０􀆰 ２１８６ ０􀆰 １９９７ ０􀆰 ２３６０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０８７１ ０􀆰 ４７０８ ０􀆰 ６１６７ ０􀆰 ２１６３ ０􀆰 ３２０２
样本数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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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商业管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２） 各国政府干预程度和劳动

与商业管制程度都差异较大， 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和放松劳动与商业管制对整体经

济所产生的效果会因边际作用的大小而不同， 这种异质性可能使得政府规模和劳动

与商业管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四） 滞后效应检验

经济自由度可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 即经济自由度在当期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是不全面的， 可能要在下一期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因

此， 我们将经济自由度指数滞后一期替换当期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利用系统 ＧＭＭ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是否存在滞后效应。

从表 １０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第 （１） 列中滞后一期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的

系数显著为正， 意味着上一期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当期的经济增长质量

水平。 这表明： 一方面， 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或

持续性； 另一方面， 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即经济自由度增加有助于经济

增长质量的提高， 研究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第 （２） 列—第 （６） 列分别是将经济

自由度分项指标 （政府规模、 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自

表 １０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２７∗∗∗ ０􀆰 ６５０∗∗∗ ０􀆰 ５５９∗∗∗ ０􀆰 ７３４∗∗∗ ０􀆰 ５１３∗∗∗ ０􀆰 ６７１∗∗∗

（０􀆰 ０８８６）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７６７） （０􀆰 ０９４５） （０􀆰 ０８３５） （０􀆰 ０８６７）

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０􀆰 ０６９３∗∗∗

（０􀆰 ０１７６）

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０􀆰 ００７８７
（０􀆰 ０１２５）

Ｌ􀆰 Ｌｅｇａｌ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０８３４）

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１０９）

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０６７９）

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８５９）

Ｕｒｂａｎ
－０􀆰 ０００７４７ －０􀆰 ０００１２４ ３􀆰 ５７ｅ－０５ ０􀆰 ０００２２１ ０􀆰 ００１１９ ０􀆰 ００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０８６９） （０􀆰 ０００８１９） （０􀆰 ０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５８３） （０􀆰 ０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０９７０）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０８３８ －０􀆰 ００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０８００
（０􀆰 ０００５９５） （０􀆰 ０００６５０） （０􀆰 ０００５１４） （０􀆰 ０００５５２） （０􀆰 ０００５３３） （０􀆰 ０００５３３）

Ｆｄｉ
－０􀆰 ００８０８∗∗∗ －０􀆰 ００９０４∗∗∗ －０􀆰 ００８９５∗∗∗ －０􀆰 ００７４６∗∗∗ －０􀆰 ００６３３∗∗∗ －０􀆰 ００６７６∗∗∗

（０􀆰 ００２６２） （０􀆰 ００２５０） （０􀆰 ０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２１８） （０􀆰 ００１９６） （０􀆰 ００１６７）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７∗∗∗ ０􀆰 ０４９０ ０􀆰 １４４∗∗∗ ０􀆰 ０５５８
（０􀆰 ０５１５） （０􀆰 ０４３３）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４８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１３０ ０􀆰 ３３７∗∗ ０􀆰 １６３ ０􀆰 ０９８９ ０􀆰 ０２６６ ０􀆰 ２３７∗∗

（０􀆰 １６３） （０􀆰 １４２）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６） （０􀆰 １５６） （０􀆰 １０６）
ＡＲ （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ＡＲ （２） ０􀆰 １５４８ ０􀆰 １９５０ ０􀆰 ２３０５ ０􀆰 １０３１ ０􀆰 ２０１８ ０􀆰 １６２６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２６５６ ０􀆰 ２５９９ ０􀆰 ２７５５ ０􀆰 ５３３２ ０􀆰 ２８４６ ０􀆰 ２０４７
样本数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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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和劳动与商业管制） 都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 结果显

示， 除了政府规模外， 其他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都具有滞后效应。
这说明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 劳动与商业管制

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传导才能充分发挥出

来。 同时， 这也解释了当期劳动与商业管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劳

动与商业管制的放松对个体和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 而且从放松管制

到投资增加再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传导过程， 因此当期劳动与

商业管制的放松不能立刻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 经过一定时期的传导后， 放松劳动与商业管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影响就会

体现出来， 即劳动与商业管制方面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具有滞后性。
（五） 政府规模异质性检验

表 １１　 按政府规模得分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政府规模 （ｈｉｇｈ） 政府规模 （ｌｏｗ）

（１） （２）

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５８９∗∗∗ ０􀆰 ６０８∗∗∗

（０􀆰 ０６４４） （０􀆰 １２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０􀆰 ０６１７∗∗∗ ０􀆰 ０４２０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２８１）

Ｕｒｂａｎ
０􀆰 ００２１７ ０􀆰 ０００７４３

（０􀆰 ０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１１０）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０８６０ －０􀆰 ０００６７３
（０􀆰 ０００６４４） （０􀆰 ０００５６８）

Ｆｄｉ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２２８
（０􀆰 ００４０４） （０􀆰 ００４０６）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０４３４ ０􀆰 ０９７０
（０􀆰 ０５１６） （０􀆰 ０６８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９２４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８４６） （０􀆰 １４２）
ＡＲ （１）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６８
ＡＲ （２） ０􀆰 ０５６５ ０􀆰 ６３９３
Ｓａｒｇａｎ ０􀆰 ０７０４ ０􀆰 １４７１
样本数 １１７ １０９

　 　 上文的滞后效应检验显示， 政府规

模对经济增长质量不具有滞后效应， 无

法作为当期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影

响不显著的原因。 因此， 本文进一步考

察是否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使得政府规模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我

们根据政府规模的得分高低情况进行分

组回归，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１１。
根据各国政府规模的平均得分情

况， 以 ６􀆰 ４５ 为界将 Ｇ２０ 国家分为政府

规模得分较高 （政府干预程度较低）
的地区和政府规模得分较低 （政府干

预程度较高） 的地区。 表 １１ 第 （１）、
（２）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政府规模

得分较高 （政府干预程度较低） 的地

区， 政府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 而政府

规模得分较低 （政府干预程度较高） 地区的系数同样为正， 但是并不显著。 这说

明， 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政府规模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确实存在异质

性， 这种异质性可能导致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政府干预

的减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需要有一个累积的过程， 只有超过一定的临界点

后， 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才会明显。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 Ｇ２０ 国家的面板数据， 采用熵值法测算了 Ｇ２０ 国家的

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并研究了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实

证检验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首先，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 从整体上看， Ｇ２０ 国家每年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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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变化比较稳定；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合； 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近年来有了一定提升， 但也只是

稍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其次， 本文利用

系统 ＧＭＭ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

响显著为正， 即经济自由度的增加的确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而且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 但是， 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 Ｇ２０ 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 即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增加能够有效提

升经济增长质量水平， 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这种效应并不明显。 进一步地， 将经

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 货

币政策合理性、 对外交往自由度都与经济增长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劳动与商业管制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 而政府规模的影响则不明显。 原因是

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政府规模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 这种

异质性可能导致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当前，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 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 粗放型增

长向集约型增长、 环境污染型增长向绿色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保证经济增长稳

定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路径。 本文实证检验

了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肯定了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明显的

提升作用， 而且对于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

积极影响会更加明显。 因此， 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瓶颈与挑战的情况

下， 推动制度环境的变革， 全面提升经济自由度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根

据我国国情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适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不断完善和强化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实现以较高的经济

自由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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